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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来，法学教育从引进初创到挫折停滞，从恢复重建到持续

改革和繁荣发展，形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结构相对合理、教育质量逐步提高的法学教育制度，法

学教育的中国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同时也面临挑战，需要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定位作重新思考，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中国法学教育的教育模式、教育机构、教育层次、教育方式，不断提高教育

质量。未来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将逐步成熟、完善。

[关键词] 法学 法学教育 中国模式 挑战与前瞻

[作 者] 冀祥德（1964—），男，山东青州人，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常

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系常务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

司法制度和法学教育。

对中国法学教育全面反思与展望

冀祥德

〔１〕 冀祥德：《论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未刊稿）。

〔２〕 徐显明：《在“强化专业学科建设，提高法学教育质量”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年

第3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回顾六十多年的中国法学教育历史，可以看到，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

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法学教育是从无到有，从学习借鉴前苏联经验，到形成时

代背景特点的“政治挂帅”模式，直至遭受挫折乃至基本瘫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法学教育从恢

复重建，开始正视和探索科学的法学教育规律，到持续改革和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法学教育模式。〔１〕一方面，中国法学教育记载了六十多年新中国曲折发展的足迹，确认并体现

了六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进步的成果；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中

国法学教育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法学教育的大国，与以美国法学教育为代表的法

律职业教育模式和以德国法学教育为代表的法律素质教育模式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

中国法学教育经过近六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一方面，法学教育表现出

空前繁荣、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它的背后正隐藏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有些

已充分暴露，有些矛盾仍在形成之中”。〔２〕在我看来，法学教育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已经徘徊了几年，

现在到了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了。包括法学教育研究者在内的所有法学教育的管理者、教育者、受

教育者，都有义务认真研究法学教育的科学规律，深刻反思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的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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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结合中国实际，努力为法学教育选择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

一、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法学教育取得的成绩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面临的挑战也很多。

既有历史遗留的弊端，又有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有正在形成的矛盾；既有宏观社会调控的不足，又

有中观管理模式的漏洞，也有微观操作制度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管理模式相对滞后，调控机制存在不足

中国自清末产生近代法律教育以来，就形成了政府对法律教育过度热心和集中控制的传统。自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推进，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和方式发生较大转变，

学校的教育自主权不断扩大。但是，整个体制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集权型高等教育管

理模式。而高等教育的某些方面又出现了失范、无序乃至混乱的现象。这种矛盾错杂的现象在法学教

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家和省两级教育主管部门通过控制学校的校级官员任命、人员编制、招生人

数、教育经费等重大事务，对学校的法学教育行使直接的控制权，学校在很多方面只是主管部门履行

教育职能的一种方式，难以自主发展。这种滞后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法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同

时，中国的法学教育虽然经过了六十多年的繁荣发展，但是，至今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法学教育准入制

度，既缺乏规范的准入条件，也没有制度化的退出机制，更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由于缺乏全国

统一的关于法律院系批准条件和资格审查规定，任何一所大学基本上都可以自主决定设立法学院系

或法学专业，由此导致法学教育难免出现失控的局面。对此，虽然教育部于1997年设立了法学学科教

学指导委员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是由教育部管理人员与部分

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学者组成，分布于全国各地，除每年有限的集中开会讨论外，多数委员均忙碌

于自身几乎与法学学科管理毫不相干的事务，既没有法学教育工作运行的长效机制，也没有硬性的职

权，难以对法学教育的种种问题予以系统、长久且有针对性的思考和谋划。法学教育经过六十多年、

特别是恢复重建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亟需建立一套规范科学的调解控制机制。

（二）法学教育市场化明显，经济利益驱动过大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法学教育的政治权重明显。1978年以后，改革开

放的形势，给法学教育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国家既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一大批法律人才充

实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司法行政队伍，又需要一大批从事立法、行政执法以及管理社会和国家的法

律专业人才。这种形势给法学教育带来了契机，使得多种形式的法学教育蓬勃发展，同时，教育市场

化也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近年来，法学教育的经济导向日趋明显，各个学校纷纷设置法学院系，不

仅综合大学开设，而且理工科院校也开设，不仅本科开设，而且大专、中专、高职、成人教育也开设，

造成了法学教育培养层次的混乱、生源水平降低、师资力量薄弱等恶果。不同质的教育授予同样的学

位，不同的成本却获得相同的收益，导致同样学位不同的含金量，出现了经济学上所称的选劣不选优

的“逆向选择”现象。法学院系由1978年恢复重建后的一院五系发展到目前的634家，30年增长了一

百多倍，相当程度上的办学动力系来自利益的驱动。因为，改革开放使得法律在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

越来越受到青睐，加之中国原有的法律职业人员素质较低，社会对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需求增强，法

官、检察官、律师、警察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成为吸引人们学习法学的重要动力。至20

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呈现规模化发展态势，法学更成为各专业中的显学，法学专业成为全国最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0 年第4期（总第18期）

·5 2·

热的专业之一，既是众多考生填报高考志愿的首选专业，又是院校增设专业、扩大招生的首要考虑之

一；而一些拥有较长办学历史的法学院校，尽管其本身具备相应的法学专业办学条件，但在这种“大

干快上”的形势下，也无法摆脱盲目扩大招生的怪圈。

（三）法学教育层次、形式和机构过于繁多杂乱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一直集中于高校的法学院系，教育层次也以本科教育为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形式的法学教育纷纷出现，呈现出层次多样化趋势，从中专、大专、本科

（学士）到硕士、博士，共存在5个层次。其中，中专教育主要集中在各省所办的司法学校；大专的教

育方式最为多样，包括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全日制短期职业大学、普通高等学校附设夜大学、

普通高等学校附设函授部或独立函授学院、广播电视大学、职工业余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和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等；本科的学士教育主要由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承担，以本科为主，还有第二学位制和辅修

制；在研究生教育中，既有硕士，又有博士，既有法学硕士，又有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又

均有单证（有学位）和双证（有学历也有学位）之分。由于法学院系设置过于行政化，准入条件过低，

“法学院系林立但鱼目混杂”成为法学教育机构设置之诟病。中国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之多、

之乱为世界罕见，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法律职业人士以及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人士的切肤之痛。

一些院校在缺乏最起码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的情况下也开办法学院系或者法律专业，严重地影响

了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师生比例严重失衡，图书资料严重不足，学生学习、生活环境恶劣，校园人

满为患，学校的办学质量明显滑坡，法学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对接受法学教育的

个体而言，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一方面增加了证明个体教育背景的难度，另一

方面又降低了证明文件的可信性。

（四）法学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人才流动失范

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起步不久，总体上的知识积累尚有限。这是造成法学教师在知识水平上存在

缺陷的客观原因。与中国法学整体知识积累较为贫乏的现象相映成趣的，则是中国法学领域内部却存

在着相当精细的学科划分。过于精细的学科划分为法学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制造了障碍。每一

名法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大多都属于某一固定的“专业”，终生从事该专业的教学和研究，而不涉足其他

“专业”。这一局面在中国法学教育恢复初期，有利于尽快搭建法学的学科体系，但是此种模式又很快

成为制约中国法学发展壮大的一大瓶颈。同时，各法律院系的教师绝大多数以理论知识见长，而对法

律的实际运行所知甚少：一是偏重于抽象性的理论，而不注重具体的操作；二是偏重于国外的法律原

理和制度，而不了解中国自身的问题。随着实践性教学和职业教育呼声的日渐强烈，法学教师在知识

结构上的弊端越来越多地被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市场化背景下法学师资的流动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一大看点。目前各高校与科研机构

法律院系之间教师的相互流动，大体上是一种以博士点、硕士点的申请为最终目的，以经济待遇为基

本手段，以知名教授为主体的流动形式。此种模式在制造学术和教育“泡沫”方面的功能，似乎要远

远大过对办学质量的实质性促进。它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大多数法律院系的教师队伍结构严重不合理。

在人才“竞争”过程中居于劣势的大多数院系，为满足基本教学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大量使用缺乏教

学经验的青年教师，合理的教师队伍梯队难以形成。同时，由于青年教师在走上教学工作岗位之后，

马上便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使得它们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往往要疲于应付超负荷的工作，这种过度

的使用，使得青年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能力方面很难取得真正实质性的提高。更为严重的是，在现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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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总体而言，当前各高校实行的各种评价机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实质上不合理；二是程序上不健全。在

实质层面，首先，如前所述，在各高校争办研究型大学的热潮中，教学已经逐渐趋于边缘化，甚至教师教学效果的好坏都

还没有形成一个通行的评价标准可资参照，而只能借助于教师在学生当中的“口碑”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这必然造成教

师教学热情的降低。其次，在科研层面，以发表论著的数量或主持科研项目的级别为主要标准，也无法真正反映教师在科

研方面真正的能力和成就。在程序层面，对于教师的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问题，各高校实行的评审程序普遍存在不公开、

不透明，以及行政权力的专横等现象。参见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比较法研究》1996 年第2 期。

〔４〕 2007年江苏省镇江市法院系统拟招收6名聘任制书记员，在434名报名者中，既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又有中

国政法大学和南京大学法学院等名牌高校的学生。参见王评等：《北大本科毕业生争聘地方法院书记员惹争议》，载《扬子

晚报》2007 年 6月 24 日。

〔５〕 2006 年 11 月，江苏省暨南京市2007 届高校毕业生公益性供需洽谈会上共有3万个职位，法学类仅占5‰。参见姜

丹：《法学毕业生就业遭遇高门槛》，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 12 月 15 日。

〔６〕 据最近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2007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报告》揭示，毕业半年后，

本科专业的平均就业率是91.2%，但是很多热门专业的就业率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应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失业人数最多

的10个本科专业依次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工商管理、电子信息工程、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2007届法学类毕业生毕业半年以后的就业率为85.6%，与法学类2006届毕业

生毕业后半年83.2% 的就业率相比略有提高。山东经济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多名专家组成的全省人才供需预测课题组发

布的《山东省近三年来本专科毕业生生源情况、社会需求和就业流向等情况的调查》显示，高等教育12大类学科专业毕业

生初次就业对口倍率最低的4类学科从最低依次为历史学、哲学、法学、管理学。资料来源：http://edu.sina.com.cn/gaokao/

2008-08-06/1413157952.shtml。

〔７〕 2008年 10 月 9日，教育部表示，1999 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今年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2009 年扩

招幅度不超过4%，2010 年不超过3%。

教育管理和评价机制之下，〔３〕青年教师的繁重劳动很难换来真正的回报。当青年教师感到自己的付

出与收获严重不成比例的情况下，便难免转而谋求其他出路，从而造成法学师资的“绝对流失”。

（五）法科学生性价比回落，法学教育质量亟待调控

六十多年来，中国法学教育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应当看到，从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中国法

学教育的发展确实如雨后春笋一般，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伴随着法学

教育规模的空前扩张，各种各样的法学院系越来越多，在法学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人们对法

学学科毕业生的质量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学法之人如过江之鲫，法律文凭贱如粪土”，

法学学科毕业生的就业越来越难。据调查统计，2007年法学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列文科毕业生倒数第

一。一些重点大学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的法学本科生应聘基层法院聘任制书记员的现象已非

罕事，〔４〕而在大学毕业生供需洽谈会上法学职位为数过少也成为常态，〔５〕法学专业毕业生性价比

回落、就业率低已经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６〕一方面，法学毕业生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就业形

势日益严峻，另一方面，法学教育的质量良莠不齐，令人堪忧。

从教育的规律而言，教育的发展应当与质量的提高相辅相成，至少应当以质量保障为发展的前提

条件。但是，伴随着几乎所有的本科院校都设置了法学专业，法学教育“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办

学方式，在引起在校法学学生数量剧增和法学教学资源短缺的同时，法学教育的质量引起了人们的普

遍忧虑。而在中国，对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监控从认识到实施都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体系，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多体现为政府教育部门组织的随机性教学检查，这种通过外界的压力推动教学

质量提高的方式，昭示出高校缺乏对教学质量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完整、制度化、规范化的内部保

证体系。就中国高等学校的法学教育而言，从重数量的发展转向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是走内涵发展

道路，培养社会需要的多层次和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的必由之路。〔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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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徐显明：《法学教育的责任》，载《中国改革报》2007年 6月 21 日。

〔９〕 霍宪丹：《中国法学教育反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69 页。

〔10〕 徐显明：《在“强化专业学科建设，提高法学教育质量”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年

第3 辑，第6 —8 页。

二、中国法学教育未来展望

法学教育以通识教育为主，偏重注释法学教育，法学教育从知识型为中心逐步演变为以职业型为

导向。未来30年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重新调整中国法学教育的功能定位

当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倍受诟病，法律职业伦理与技能教育被广泛吁求，律师与公平正义

的关系被质疑，当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中80%的应考人员不能正确解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内涵之时，

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下一个中国法学教育六十多年的崭新步伐即将迈出之际，迫切需要对中国法学教

育的未来予以明确定位。与此同时，中国法学教育六十多年来的实践发展也告诉我们，伴随着国家法治

进程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中国法学教育传统定位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有学者认为，法学教育的使命就在于提升人们对正义的认知水平，拓宽社会的正义之路，培养社

会正义的守护者，搭建社会正义的阶梯。这一目标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法学教育前行的基准。法学教育

作为国家法治实践活动之重要一环，应当承担起引领时代法律思想走向，提升整个社会法治素养的责

任；应当承担起构筑社会伦理体系的责任；应当承担起维护社会主流价值——社会正义的责任。因此，

当下以及未来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功能定位就是要培养信仰法治、忠诚于正义的法律人，由他们去守

护正义，借靠着他们的智慧与理性、良知与勇气，搭建社会的正义之梯，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

登临正义的高地。〔８〕

同时，必须重新调整对中国法学教育从通识教育向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精英教育相结合功能定

位的转化，把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从单一的法律知识型人才培养转变为法学应用人才、法学研究人才

和社会管理人才的共同培养。在未来的法治国家建设中，要求法律职业必须走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轨

道，法学教育肩负着为法律职业部门和全社会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历史使命。“这种高素质的法律

人才，绝不仅仅只是掌握了法学知识体系的人，‘他’应当是和必须是法律专业知识、法律职业素养和

法律职业技能的统一体。”〔９〕要转变将法学教育等同于法学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一次性的学历教育的传

统观念，构建法学教育的大教育观，认识到法学教育不仅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的法学专业教育，

也有法律职业机构和有关组织的互补与继续教育；法学教育不仅包括学历和学位教育，也包括非学

历、非学位教育；法学教育不仅包括法律学科教育，也包括法律信仰、法律伦理与法律职业教育。

（二）树立政府、法学教育机构、社会全面参与的法学教育质量观

六十多年来，中国法学教育已经基本完成了规模建设和数量积累的历史任务，当前到未来的任务

应当是将法学教育发展的主题全面转移到教育质量上来。根据司法部《法学教育“九五”发展规划和

2010年发展设想》对法学教育提出的发展目标，中国对法律人才的培养是要在专业教育的同时，特别

注意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此，有学者提出，全面、系统地落实法

学教育的全面教育质量观，是当今法学教育的出路所在。应当从法学教育的生源质量、师资质量、培

养质量、组织管理和办学条件多个层次，分析把握法学教育全面质量观的内涵。〔10〕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但又认为，法学教育质量问题不能认为凭借法学教育机构一己之力便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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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树立政府的宏观监控、法学教育机构的自我管理和社会市场的需求调控三位一体的法学教育质量

观。政府应着重从宏观上对法学教育进行法律规范、政策指导和投资约束；应当从国家法治建设的需

要出发，构建合乎中国实际的法学教育准入制度，适当提高法学教育门槛；应当设立法学教育质量评

估机构，科学把握与指导全国法学教育质量评估工作；应当建立法学教育竞争淘汰机制，通过投资控

制、设标考核、专项检查等多种方式，促使法学教育“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让那些不具备法学教

育条件的法学院校“自生自灭”，以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是法学教育的主体，

是法学教育质量的直接责任主体，应当在法学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中，建立科学规范的法学专业教育

管理系统、教学监督系统、教学咨询与评估系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与教育质量奖惩系统，努力创建

法学教育质量文化，探索保障法学教育质量的长效机制，承担法学教育主体责任。高等学校、科研机

构法学教育的目标一般有三项：一是教育形成法学基本知识体系；二是训练运用基本知识处理法律

问题的能力；三是培养法律人思维方式和法律理念。所以，其教育质量控制体系的构建，必须紧密围

绕上述三项目标。社会是法学教育的外部监控主体，其通过社会市场对法学教育产品的输入输出与需

求供应关系评价法学教育的质量。因此，必须建立法学教育资源与法律人才的输入输出机制，发挥社

会市场对于法学教育供求关系的调控作用；必须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元素对法学教育质量的

制约作用；必须建立法学教育质量中介组织评估机构，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对法学教育质量的引导作用。

（三）分层次设置法学院系与评估考核

法学院系的设置是影响法学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目前中国法学院系设置规模虽然庞大，但

在人才培养的结构上却存在失衡的状况，〔11〕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法学院

系在培养合格法科毕业生的基础上，在功能定位上应走分化和差异化的路线，将法学院系分为学术型、

实务型、特色型，在这几种类型之下再分设精英型和普通型，使法学教育机构趋于层次化、多元化、

特色化。学术型法学院系主要培养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理论型法律人才；实务型法学院系主要

侧重从事法律职业的实践型法律人才；特色类法学院系主要偏重培养具有行业专业特色的法律人才，

如财经类、农林类、语言类高等院校的法学院系。而无论是学术型法学院系，还是实务型、特色型法

学院系，均可划分为精英型与普通型，精英型法学院系可以培养学术型、实务型和特色型多层次法律

人才，而普通型法学院系则只能从事实务型和特色型法律人才的教育。

基于上述法学院系之分类，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规范管理：第一，设置不同类型法学院系的

标准条件，对现有法学院系予以分类划分。第二，严格按照设置的法学院系标准条件审核新要求设立

的法学院系。第三，建立评估考核机制，对法学院系实行定期考核。达不到精英型标准的，降级到普

通型法学院系；达到精英型标准的普通型法学院系，升级到精英型法学院系；达不到普通型标准的法

学院系，予以撤销。这种评估考核机制可以与法学教育质量评估同时进行。

（四）法学学历教育层次的优化调整

当前，中国高等法学教育体系层次虽多，但是，各个层次的法学教育普遍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

且整个法学教育体系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法学教育每个层次、每个模块各自为政，法学教育的整

体质量不高。长期以来，没有站在中国法学教育体系的高度上，从整体上认识和解决法学专科、本科、

〔11〕“一方面农村、乡镇闹‘律师荒’；另一方面真正能够处理复杂跨国法律业务的高端法律人才产出不足。中国大学法

学教育的‘产品’主要囤积在中下档次”。对于诸多有志于法律职业的青年学子，一不小心就会将其推向不合格法学产品的

生产作坊。参见李林教授在《花溪之畔·法学教育改革论坛》上的发言，http://edu.sina.com.cn/gaokao/2007-09-19/1527101514.

shtml，访问时间：2008年 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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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法学硕士以及法学博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目光过于狭窄，于是造成了法学教育各层

次内部以及各层次之间的诸多矛盾，从而也使得法学教育的整体力量受到削弱。

优化调整法学学历教育层次是未来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整合法学教育资源、提高法学

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法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法律人才，按照未来中国法学教育培养法律应用人

才、法学研究人才和社会管理人才的定位，法律应用人才对法学学历的要求相对较低。但是，即使是

作为法律应用人才的法律职业者，其法律职业作为垄断的职业领域亦要求从业者具有专业的知识技能。

而从中国法学学历构成层次看，中专层面的法学教育已经完成了其时代赋予的使命，不能适应现代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求，应当向其他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教育转型，以有利于社会利用有限的

法学教育资源培养法律精英人才。大专层面的法学教育强调法律职业个体岗位业务知识和实践操作技

能，理论以“够用、实用”为度，是相对完整的实践体系和相对不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统一。对于肩负

推进国家法治进程的现代法律职业而言，其与此前的法律职业以及其他职业素质皆有不同，没有完整

的法律知识体系和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仅有相对完整的法律业务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已经无法满

足现实需要，所以，在发达地区应当立即取消，在西部不发达地区逐步限制。本科层面的法学教育面

临尴尬境地，存与废尚在争论之中。笔者认为，目前在中国立即全面取消法学本科教育的时机尚未成

熟，有待于大力发展法律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之同时，逐步实现法学学科在大学素质教育后向法

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双轨培养的分流转型。在硕士研究生层面的法学教育中，以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

才为培养目标的法律硕士，应当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中法律应用人才培养的主流，输送至法律职业队伍

和社会管理部门；以培养学术型、专业型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法学硕士，应当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中

法学研究人才培养的主流，就业于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机构。博士研究生层面的法学教育应当继续以

精英型法律人才为培养方向，锻造其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性能力，以适应法律科学研究与社会高端管理

之需。

（五）法学教师队伍结构重组与法学教育方法改良

列宁曾经说过：“学校的真正的性质和方向并不由地方组织和良好愿望决定，不由学生‘委员会’

的决议决定，也不由‘教学大纲’等决定，而是由教学人员决定的。”〔12〕面对中国法学教师队伍人才

流失、结构不合理、素质良莠不齐等现状，未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应着力改变或者建立四种机制：一是

应改变法学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使之符合法学教育规律，避免以“行政政绩”的评价标准或

者单一的科研成果对法学教师进行管理和评价；二是应改变对不同学科的法学教师“一视同仁”的管

理和评价模式，根据不同学科的教学和科研规律进行分类管理和评价；三是应改变法学教师束之于理

论高阁的现状，建立法学教师走进法律实务、亲历司法实践的长效机制，同时拓展法律职业机构与司

法实务精英参与法学教育的范围；四是应改变基础性教学以青年教师队伍为主的法学教师结构，合理

调整法学教师内部结构，促进梯队建设，即要给予青年教师成长的环境及必要的指导，均衡调配新老

教师和具有实务经验教师的教学梯队。

在未来法学教育中，无论是高校法学学历教育还是法律职业教育，在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均可根据

所授课程不同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强教学互动，广泛采用讨论式教学法，限制适用讲座式教学

法，鼓励适用辩论式教学法，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的掌握从书本到实践、

〔12〕《列宁论国民教育》，转引自郭捷等：《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来自西部的研究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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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死板的记忆到学会思考、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参与，最终达到教学相长的教学模式。二是充分重

视案例教学法，传授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具体方法，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对法律体系和法律内在逻

辑性的深刻认识，训练学生养成正确的法律思维方法。三是开设诊所式法学课程，让学生对法律职业

的实际状况获得一个初步的认识，并培养其在实践中继续学习的意识和方法。当然，对于法律职业者

的继续教育则无须开设诊所式法学课程。

（六）法学教育、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的良性互动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具有互为“源头”与“活水”的相辅相成、共生共长的辩证关系。面对中国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屡受诟病的脱节现状，未来的法学教育应当是与国家司法考试和法律职业三者之

间的良性互动。

在未来的法学教育中，首先，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资源将被整合，法学院校和职业机构实现师

资共享和信息共享。这一目标将通过建立教师互教制度、学生互换制度等方式实现。其次，司法职业

化进程的推进，将成为实现法学教育与司法职业良性互动之契机。在中国未来的法治进程中，司法

职业化已是大势所趋。因此，第一，应明确司法职业化的总体发展方向和趋势，使法学教育据此确定

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同时，法学教育界人士应当积极参与司法职业化进程建设，为司法职业的健康

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第二，应确定司法职业的层次标准，为法学教育目标的设定与人才

的培养提供可以参考的坐标。再次，通过改革司法考试制度，实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良性互动。第

一，应当重新设置司法考试的应试条件。将对于法律思维的考核延伸至司法考试之前的法学院系学习。

规定获得非法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必须经过国家指定的法学院校培训合格后，才能参加司法考试。而

未来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则在法律硕士培养得到长足发展之后，确定以法律硕士考试代替第一次司

法考试。实行司法考试第一次笔试与第二次面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全面考核应试者的法律职业能力与

素养。第二，改革司法考试的内容、题型。转变以背诵内容为主的考核理念，改变以客观题为主，主观

题为辅的考核题型，重点考核应试者运用法律知识进行思考的过程和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第三，设置

法律职业的强制性入职培训及考核。一方面使受培训者有针对性的接受职业技能训练，缩短其进入工作

后的适应期，另一方面及早启动淘汰机制，使司法考试得以向后延伸，避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七）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公民意识为核心的法学教育

法制教育是任何一个社会生活个体都必须接受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佛家云：下法是戒，中法

是定，上法是慧。若以此推论公民的法律意识，则下法是因畏惧法的惩戒而守法，中法是因自觉而守

法，上法是因维护法而守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普法教育基本完成了对全民法律意识的培养，

度过了下法和中法时期。中国下一个30年全民普法教育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上法的境界。在这个“因维

护法而守法”的上法时代中，其核心是合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公民意识。

法治理念标志着法治的社会属性、政治原则、价值蕴含等根本问题，关系法律职业人员的精神信仰、

意志品格和职业意识，只有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融会于人们自觉地尚法之中，才能实现“因维护法而

守法”的上法境界。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全面深化普法教育，一方面将强化全民用法护法的意

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将增强全民对于司法者司法行为和执法者执法行为的监督意识和能力。同时，

在全民普法教育中，应强化公民意识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公民意识”的概

念，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开展公民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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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全社会政治素质。而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既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又是政治建设、

政治发展的重要价值和目标。

五、小 结

回顾中国法学教育六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30年，法学教育主要

经历了引进初创（1949年—1956年）、遭受挫折（1957年—1965年）和基本瘫痪（1966年—1976年）

三个阶段。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特别是1978年以来，在中国法学教育中，以在校学生为教育对象

的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时期：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1987年）；规范

化建设时期（1988年—1997年）；规模化发展时期（1998年— 2002年）；发展调整时期（2003年至

今）。以法律职业者为教育对象的法律职业教育完成了三个转变，即从补课式、临时性培训向系统化、

规范化培训的转变；从普及性、知识性培训向职业化、精英化培训的转变；从学历教育为主向职业继

续教育为主的转变。以全民为教育对象的普法教育开展了5次，实现了3次飞跃，即从对一切有能力

接受教育公民的启蒙教育到以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管理能力为重点的全民法律意识的飞跃；

由单一普及法律条文向全方位推进依法治理的飞跃；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由虚变实，由弱变强，向制度

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飞跃。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初步形成。

在充分肯定六十多年来已经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当清醒认识到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中国

未来的30年，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

期，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只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运用法治和其他制度规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保障中国“四位一体”战略部署的实现。

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法治时代。法治时代呼唤中国法学的繁荣发展，要求法学研究的深化

提高，推动法学教育的改革创新，引领法学法律人才的优胜劣汰。法治时代是改革、创新和发展的时

代，是不进则退、充满竞争的时代。未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应当运用科学发展、和谐建设的理论为指

导，把法学教育融入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战略之中，为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

建设司法、强化护法、倡导守法的依法治国新局面，〔13〕在功能定位、教育模式、教育机构、教育层

次、教育方式、教育质量等方面予以科学调整和完善。

（责任编辑 朱 芸）

〔13〕 李林：《改革开放30 年与中国法治建设》，载《中国法学》2008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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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egal education develops from introduction and initiation to frustration and stagnation, from the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o sustainable reform and prosperity. It has been legislated with a comparatively large

scale, relatively 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gradually improved quality in the sixty years of new China. Now a Chinese model

of legal education has come to exist. But it is still challenged by further reflection on its position, further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educational patterns, institutions, levels and forms, and constantly improved quality of it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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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Reviewing on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library loan from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library loan in China between 1920 and 1930, this paper intends to emphasize the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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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ild up a platform for national interlibrary loan and advocates interlibrary collaboration from purchase to servi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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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nvironmental right theory appeared in Japan is a once and holistic solution of the three proble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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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ed situation, which should have been solved one by one. It is also a have-to choice 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y increase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behavior and national welfare. It is

a subjunctive and hasty decision by some advocators which is far from being sufficiently 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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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ourt culture refers to the awareness, the principles and the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as well as its pursuit

of value within the back of judges’ mind. It is a culture intrinsic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systems and the facilities of court

organs. It is behavior and manner of judges in their work and in daily life. The implications and spirits of the rule of law

are reflected and embodied in judge-related legal language,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concerning the rule of law and

legal instruments. The cultural system of the people’s court shall be built from the aspects of ideological cultur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ystem culture, material culture, behavioral culture, legal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exu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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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law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benefits further understanding on foreign laws as

well as further reflec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domestic laws. Successful comparison requires appropriate choice of

method. First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arison dimension, setting a proper clue of time and space, the former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writers’idea, the later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events development. Secondly, we

should target at relevant comparison theory in order to enforce self-knowledge and reflection. Mutual understanding

depends on mutual interpretation while mutual innovation proves to be compatible and initiative through a gradual and

deepening correction and learning between oneself and others. Thirdly, comparison should be deepened into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significance, which may not be converted to statesmanship immediately but should indicate the comparer’s

world vision and ideals that academics are a medium in the world. A good comparer should follow the above rules in

producing meaningful comparative work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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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eg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is a complete system including laws of Qi Chu, Yi Jue, Conciliatory

Departure and Divorce for Breaching law. It was formed in Tang Dynasty as a combination of law and discipline rite. The

country adjusted divorce through various ways in result of a system based on Qi Chu, measured by Yi Jue and

supplemented by Departure and Divorce for law breaching. The system was featured as comprehensiveness, applicability

and typicality. It had great influence out of China for it adapted to the practical social life and changed with the change


